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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，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

阐述。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，主要包括五方面:一、“治史之必本于德”的
原则;二、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;三、史识与史德、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;四、注重史事普遍
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;五、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。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
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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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Liu Yi － zheng，a maste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position，combined the

new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ought and mad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． He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-
ods of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bundantly and deeply． His ideas mainly include five aspects:
firstly，the principle of“Historical research must be based on fundamental of moral”; secondly，moral evaluation and criterion
of national history writing; thirdly，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insights，the moral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y method． Besides，
history research is mainly to obtain historical insights; fourthly，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
widespread contacts among historical facts; fifthly，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tatus and role in history re-
search． Liu Yi － zheng’s ideas reflect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his historical thought，namely，the penetration of ancient
and modern，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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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诒徵( 1880—1956) 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，民国时

期史学界有“南柳北陈”①之称。在近现代中国，传统文

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强力挑战，文化虚无主义盛行，“盖晚

清以来，积腐襮著，综他人所诟病，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，

几若无文化可言”②。柳诒徵对此予以批评，主张全面和

客观认识中国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价值。这就要需要正

确认识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、尤其是传统史学

的治史原则和方法。为此，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治史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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卞孝萱说:“解放前，我国北方最有声誉的历史学
家是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，号称‘二陈’。南方最有声
誉的历史学家是柳诒征先生，有‘南柳北陈’之称。”( 卞孝
萱:《柳诒征评传序》，孙永如:《柳诒征评传》，百花洲文艺
出版社 1993 年版)。按，柳诒徵的“徵”，多数用繁体，也
有一些著述和学者用简化字“征”，本文引用这些学者著
述的内容或题名时用“柳诒征”，其它处则用繁体。
柳诒徵:《中国文化史》“绪论”，东方出版中心

1988 年版，第 1 页。



则和方法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，特别是抗战后期所写

《国史要义》一书。学术界对柳诒徵史学思想的研究取

得了诸多成果，但缺乏这方面的系统深入研究①。故，本
文拟对柳诒徵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

加以梳理和评析，以丰富和推进柳诒徵学术思想的研究。

一、“治史之必本于德”的原则

“治史必本于德”是柳诒徵最强调的治史原则。他
深入阐述了中国传统史德论的内涵和要求，指出治史与

修德是相互促进的，史德表现在史尚忠实和存疑、强调实
录的笔法和精神、历史记载要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等; 近代
“疑古”之风妄疑和菲薄中国古史记载和历史文化是有

悖史德的; 传统史学重史德是中国文化以德为本在治史

上的反映和体现。

柳诒徵比较了刘知畿与章学诚的史德论，批评刘知

畿因郁郁不得志，故“多讥往哲，喜述前非”，肯定章学诚

从“敬恕”的角度将史德定义为“著书者之心术”②。他

认同梁启超治史应心术端正的主张，即“史家第一件道
德，莫过于忠实”，故史家应摒除夸大、附会、武断诸病，

对过去事实取存疑态度，“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”③。

但梁氏的主张并未穷尽史德之义。他对三位史家的史德

论予以评判，称章氏论德仅强调“临文必敬”，未言及“修

德”的重要性，易使学者误认为平时不必修德; 而刘、梁
仅“就史言德”，没有彰显“修德”的普适性。为此，他提

出“治史”与“修德”相互促进的新见解，“则学者之先务，

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，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”④。而且，

这种思想和做法是中国史学的传统，“言德不专为治史，

而治史之必本于德，则自古已然”⑤。

中国史学讲求史德，一是表现为史尚忠实。柳诒徵

说:“至于史尚忠实，尤必推原古史。饰伪萌生，伊古已
然。积其经验，则政教必重信，信者忠实之征也。……故

治吾国史书，必先知吾自古史官之重信而不敢为非，而后

世史家之重视心术，实其源远流长之验也。”⑥二是表现
为实录的笔法和存疑的态度。后世史官与古之史职虽有

不同，“而自史迁以降，史家所重，尤在实录”⑦。史实会

有可疑之处，故要真正做到实录，就要秉承《春秋》“信以
传信，疑以传疑”的精神，“而史家秉笔，又必慎重考订。

存信阙疑，乃得勒成一代之史”⑧。三是表现为集史家群
体之力修史，使历史记载能囊括历史的方方面面。他说:

“史之信也，基于群德，百为之征。匪第关于君主之记

注。故吾先民之为史，必大集全体之所为书。三皇五帝
之书，与四方之志并重。人民财用九谷六畜数要利害，地

域广轮之数，山林川泽之阻，咸有专官，详为记录。”⑨可
见，中国史籍，“自古相承，昭信核实，以示群德。……治

史者正不可以偏概全也。”⑩

他抨击近代的“疑古”之风是尤令人痛心的“附会之
病”，“以他族古初之蒙昧，遂不信吾国圣哲之文明，举凡
步天治地、经国临民宏纲巨领、良法美意，历代相承之信
史，皆属可疑。……复以挽近之诈欺，推想前人之假托。
……至其卑葸已甚，遂若吾族无一而可，凡史迹之殊尤卓

绝者，匪藉外力或其人之出于异族，必无若斯成绩。”瑏瑡在
他看来，这种全盘否认中国史学“存信阙疑”精神和中国
古史真实性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，是最有悖于史德的。

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德是中国以德立国及中国史学

以德为本思想的产物。柳诒徵说，中国古代将伦理道德
视为立国之本，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良传统所在，

“然人类皆具兽性，吾族先民，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，则
自勉于正义人道，以为殊族之倡，此其所以为大国民

也。”瑏瑢由此，中国传统史学有了“以道德观念为主”的精
神，“治历史者各有其主观，吾国之群经诸史，皆以道德
观念为主。……实则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亦无非以
正伦纪明礼义，后世史书高下得失虽不齐，其根本亦不外

是。”瑏瑣儒学真义即在于主张人格修养，孔子所学首重者
曰成己、成人、克己、修身和尽己，“自孔子立此标准，于
是人生正义之价值，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。服其教者，

力争人格，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，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

人类者也。……儒教真义，惟此而已。”瑏瑤

柳诒徵主张“治史必本于德”，将史德放在史家四长
之首，强调了史德在治史中的决定作用。他对传统史德
论内涵的概括和阐述极大丰富了史德论。他认为治史以
德为本是中国以德治世思想的体现，是将史德论上升到

中国文化的高度来认识，突出了传统史德论及其对治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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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瑏瑢

瑏瑣

如，张文建的《传统史学的反思———柳诒徵和〈国
史要义〉》( 《学术月刊》1988 年第 4 期) 初步探讨了柳诒
徵《国史要义》反思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。王家范的《柳
诒徵〈国史要义〉探津》( 《史林》2006 年第 6 期) 从人本
主义立场来发掘此书的文化观及其史学思想。向燕南的
《关于柳诒徵的〈国史要义〉》( 《史学史研究》2011 年第
4期) 对此书的史学思想和特征做了分析。此外，孙永如
的《柳诒征评传》、郑先兴《论柳诒徵的史学思想》( 《南
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12 年第 4 期) 等也有所涉及。

③④⑤⑥⑦⑧⑨⑩瑏瑡柳诒徵: 《国史要义》，华东
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25、126、126、131、132—
133、134、142、136、148、161 页。

瑏瑤柳诒徵: 《中国文化史》上卷，第 35、234—235
页。
柳诒徵:《史学概论》，柳曾符、柳定生选编:《柳诒

徵史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100—
101 页。



的指导意义，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史德论作了重要的

发展。

二、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

柳诒徵十分重视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，称: “史
之所重在持正义。”①他通过辨析中国史学的各种正统
论，批驳了对正统论的诸多曲解，指出传统史学实际是以

史之正义为统来书写国史的，对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

则提出了崭新的见解。

正统或闰统，是中国古代史家和统治者对历史上的

汉族与少数民族、或中央与地方政权统治合法性的评判。
20 世纪初，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中批判正统论本质上是
“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，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
已”②。柳诒徵却对正统论予以新阐释，称其并非是强调
“一家传统”，而是持义之正。他说，梁、隋提出“正史”说
以后历代相延，然而对“正史”却缺乏准确界定或合理解
释，章学诚辨《四库提要》的正史类例“亦未陈正史之定

义”，梁启超视官书为正史，“义亦未谛”③。他认为，随
着清帝制被推翻和民主共和制的建立，正、伪、杂、霸之辨
可存而不论，但正统论仍有合理性，“然民族主义及政权
统一，皆今之所最重，亦即吾史相承之义有以启之。故由
正史之名，推其义之从来，则三统五德及后世正统之辨，

固今日所当理董，不必为清人隐讳之辞及前哲辨析未精

者所囿矣。”④《公羊传》以大一统释“正”是合理的，“一
统与居正，实贯上下千古而言，故董仲舒《对策》曰: 春秋
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炎黄以来，吾史
虽有封建郡县之殊，禅让世及之制，而群经诸子以迨秦汉

记载，述吾政教所及之区域，赢缩不同，地望互异，要必骈

举东西南朔所届，以示政权之早归于一。”⑤

柳诒徵从儒家天下观出发探讨了国史书写的道德评

判，赋予正统论新的内涵，“由天下之观念，而有天下非
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观念; 又有天下非一家之

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之观念。故曰垂三统，列三正，去无
道，开有德，不私一姓。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。

其衡统一之时代，必以道德断。三统五德，不必拘于一姓

之私。而无道者虽霸有九州，不得列之正统。”⑥可见，正
统论本质上是要求以统治者的道德作为衡量标准。汉代
以来的史书就有判断政权是否合法的“正闰之辨”; 秦、

新失德，故史家不认其为正统; 曹魏篡逆失德于天下，故

史书皆斥魏而正蜀; 宋代以来，更有持正统论和不持正统

论的此消彼长。然而，究其实质并无区别，“而传授之
正，疆域之正，种族之正，道义之正，诸观念恒似凿枘而不

能相通。使四者皆备，则固人无异词，而史实所限，则必
一一精析而后得当。骤视之似持论不同，切究之则固皆

以正义为鹄也。”⑦通过对历史上正统论与非正统论的辨

析，他得出这一结论: “既知不持正统论者之同一尚统

一、尚正义，其所持之正义，同一去无道开有德，不私一

姓，是实吾国传统之史义。即亦可以明于持正统论者之

基本观念，亦无异于不持正统论者也。”⑧总之，书写国史

时不论对正统论持何种看法，本质上都要以持正义为史

统。

以正义为史统是中国史学得以发展和具生命力的体

现。他说:“华夏之人，服习名教，文儒治史，不能禁世之

无乱，而必思持名义拨乱世而反之正。国统之屡绝屡续

者恃此也。缘此而强暴者虽专恃力征经营，而欲其服吾

民族之心，则虽据有其实，犹必力争于名。”⑨又说: “吾

族由大一统而后有所谓正史，由正史而后有所谓通史、集

史。而编年与纪传之体虽分，要皆必按年纪录。虽史才

之高下不同，而必持义之正，始足以经世而行远。当时之

以偏私为正者，后史又从而正之。是即梁氏所谓统在国

在众人也。明于三统五德之义，则天下为公，不私一姓，

而前史之龂龂于一家传统者，非第今不必争，亦为昔所不

取。而疆域之正，民族之正，道义之正，则治史者必先识

前贤之论断，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因。”⑩强调国史书写

的道德评判，是柳诒徵视道德与礼为国家本质的思想决

定的。他说:“王国维《殷周制度论》有精言曰: 周之所以

纲纪天下，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

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又曰: 古之所谓国家者，非徒

政治之枢机，亦道德之枢机也。……故天子诸侯卿大夫

士者，民之表也; 制度典礼者，道德之器也。周人为政之

精髓实存于此。……故千古共同之鹄的，惟此道德之团

体。”瑏瑡

柳诒徵对正统论的新解释未必符合历史上正统论的

原义，但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他结合中国历史文

化、特别是儒家文化，指出史统包括三方面内涵: 疆域之

正、民族之正、道义之正，历史上能得疆域和民族之正者，

即能“持义之正”，才符合“史统”。可见，所谓义正，是指

疆域之正、民族之正，即是说，没有丧失领土，同时国内各

民族是平等的，汉民族也未受外来奴役。这种思想是对

传统史统论的新发展，体现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和爱国主

义精神。有学者说，在抗日民族危难之际，“柳诒征从积

极意义上对‘正统’说进行发挥，强调持义之正，强调激

励民族，不甘偏居，不甘为奴，自在情理之中。”瑏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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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④⑤⑥⑦⑧⑨⑩瑏瑡柳诒徵:《国史要义》，第 73、
73、76、76、78、82、88、95、96—97、340—341 页。
梁启超:《梁启超文集》，线装书局 2009 年版，第

117 页。
孙永如:《柳诒征评传》，第 177 页。



三、史识与史德、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

柳诒徵认为求取史识是治史的目的。他通过对刘知
畿、章学诚、梁启超和刘咸炘史识论的评析，阐述了史识
的内涵及与治史的关系，指出史德出于史识，史识与史法

之间存在辩证关系，强调治史重在求取史识。这些思想
深化了对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认识。

柳诒徵对四位史家的史识论做了评述。他说，刘知
畿首倡史有三长说，而尤重识，“刘氏所谓史识，在好是
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。”①章学诚对刘氏史识有
误解，“误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能贸化，……而以有
学无才之弊，属之有学无识”; 不过，“实斋虽误解刘氏之
语，而谓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。所以补充刘氏之说者，要

自有见，第未推原道德观念实出于史耳。”②认同史德出
于史识，表明柳诒徵把史识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，不治

史和读史便无以求取史识，进而养成国民和史家之道德。

梁启超将史识理解为观察力，即要关注到全部与局部、勿
为传统思想和成见所蔽，“盖示人读史而创新史”; 然而，

这种要人摒弃古代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，因为，“学者识
力，大都出于读史。苟屏前史，一切不信，妄谓吾之识力能

破传统观念之藩，则事实所不可能也。”③这实际是驳斥了
梁启超《新史学》一文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做法。

柳诒徵充分肯定近代史家刘咸炘的史识观，深入阐

述了史识与史法的辩证关系。他说: “刘咸炘则以观史
迹之风势为史识，又曰: 作者有识，乃成其法，读者因法而

生其识，虽二而实一。又曰: 读史本为求识，所以必读纪
传书。又曰: 吾辈非有作史之责，而必斤斤讲史法者，正

以史法明史识乃生也。”④在他看来，刘氏所言史识的获
取要有正确的史法，史法的养成又要依靠史识的观点相

当正确。他批评近人视史书为史料的观点，说，刘咸炘所
谓作者有识乃成其法，使人们知道了中国史书有别于史

料，“近人恒谓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者，坐不知吾

史相传之义法也。”⑤只有研读中国历代史书来领会其中
的义法以获取史识，方为治史正道，“凡为良史，经纬万
端，闳识眇旨，非仅举一二语所能罄也”，“读史不窥此
秘，惟务辑逸钩沉，则正刘氏所谓苟出异端，虚益新事，及

吐果弃核，捃拾登荐之类耳”⑥。柳诒徵既肯定了中国传
统史学、特别是史书为培养史识之要道，反对将中国古代
史书视为没有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死史料，又指明了人们

治史和读史的正确立场和途径。

柳诒徵进而提出“史为识之钥”的重要观点，说:“识
生于心，而史为之钥。积若干年祀之纪述，与若干方面之
事迹，乃有圣哲启示观察研究及撰著之津涂。后贤承之，

益穷其变，综合推求，而饷遗吾人以此知识之宝库。”⑦主
张识生于心，是肯定了史家的精神思维在历史认识中的

主体作用; 以史为识之钥，则阐明了研读历史是人们获取

史识的惟一途径。史识的最高形态即历史哲学，“治史
之识，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，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，

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，近人谓之历史哲学。……故吾
人治中国史，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，以求史事

之公律。”⑧可见，史识即是对历史规律和原理的认识，即
历史哲学。如果人们掌握了阐明历史发展和原理的历史
哲学，便能“知几”，而这正是治史的目的和任务所在。

他说:“观风之变，于其已成，则知将来之厌恶; 于其方
始，则知异时之滋长，是曰知几。故治史所得，在能知几，

非惟就已往之事，陈述其变已也。”⑨

柳诒徵主张史德由史识而来，说明了人的道德来自

于经验性的历史认识，是经验主义道德观，表明他反对抽

象地谈论史德。他对史识与史法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，

正确阐明了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史识与史法是相辅相成和

不断提升的。史识本质上是对历史规律和原理的认识，

最高形态即历史哲学，则指出了史识对治史具有决定意

义的根源所在。可见，史识既是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与
方法论，又是研读历史后所形成理论和思想的升华，这无

疑拓展了中国传统史学史识论的内涵，对治史具有方法

论的指导意义。

四、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

柳诒徵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制度记事皆有“联”的制
度和特点，决定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、尤其是纪传体注重
和善于载述史事间的联系，使之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生活

的风貌，这便驳斥了近代以来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记载和

表述优越性的观点。

在柳诒徵看来，中国史书编纂注重载述各类史事及

相互间的联系，源于上古史官制度载事方法和制度化的

要求。《周官》曰: “小宰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……凡小
事皆有联”;《周官》联六事之事不仅在六职，从中还可见
合天下为一家之气象，“故在《周官》之书，有分有联，已
具史法，交互错综，各视其性质之特重者分之，又视其平

衡或主从者著之。”⑩这种制度所体现的“联事”方法被
纪传表志体史书加以综合发展，“史之所纪，则若干时
间，若干地域，若干人物，皆有联带关系，非具有区分联贯

之妙用，不足以胪举全国之多方面，而又各显其特质。故
纪传表志之体之纵横经纬者，乃吾大国积年各方发展各

方联贯之特征，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，又细其心以厘析特

质，不能为史，即亦不能读史。”瑏瑡可见，中国史学早已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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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到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性，故载述时特别注重反映史

事间的联系。其次，中国古代史职所统的广博又决定了
史书记载内容浩博、规模宏大，这是西方史学难以媲美
的，“故周之史官，为最高之档案库，为实施之礼制馆，为
美备之图书府，冢宰之僚属不之逮也。由是论之，后世史
籍所以广志礼乐、兵刑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、艺文、河渠、地
理，以及诸侯世家、列国载记、四裔藩封，非好为浩博无涯
涘矣。自古史职所统，不备不足以明吾史之体系。……

他族之国，无此规模，文人学者，自为诗文，或述宗教，或

颂英雄，或但矜武力而为相斫书，或杂记民俗而为社会

志，其体系本与吾史异趣。或且病吾史之方板简略，不能
如其活动周详。是则政宗史体，各有渊源，必知吾国政治
之纲维，始能明吾史之系统也。”①

柳诒徵称，中国的正史体裁纪传( 表志) 体尤善于记

载和表述史事间的各种联系，历代史家、特别是刘知畿和
章学诚对此却缺乏正确认识。刘知畿在批评纪传体时
说:“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
表。每论家国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悬，叙君臣一时，而参、商
是隔。此其为体之失者也。”②章学诚虽没有贬低纪传
体，但其《史篇别录例议》也说，“纪传之书，类例易求而
大势难贯”，“纪传苦于篇分，别录联而合之，分者不终散
矣”③。可见，刘、章都没有看到纪传体的特质和优点，
“而不知表志即所以联合，纪传即所以分著。又其分合
均所以为联，乃纪传体之特色。徒曰纪传区之以类，事有
适从，寻求便易，故相沿不废。盖犹未能深求史之起源，

乃吾族立国行政与史义、史法一贯之故也。”④此言不仅
批评了刘、章对纪传体的错误认识，指出了纪传体的根本
优点在于能将史事及相关方面都能联成一体，还回答了

史联的内在依据是“官联”，即政治和管理之职相联。总
之，上述观点深刻阐明了纪传体具有史联特点的历史依

据和文化根源。

柳诒徵称纪传体是一种完美的体裁，起源于《世
本》，史事分载于本纪、世家、表、书、列传等史体中，“而
人事之有联属者，必各就其特质分著于某篇某体之中。

纵横交错，乃有以观其全，而又有以显其别。……《易》

曰: 君子以类族辨物。史体之区分综合，即由先哲类族辨

物之精心也。”⑤纪传体史书妙在纵横贯通，表、志、纪、传
相互关联，相得益彰，“史之为义，人必有联，事必有联，

空间有联，时间有联。纪传表志体之善，在于人事时空在

在可以表著其联络。”⑥此言既分析了史联的内涵，即史
迹之联系，又阐明分类相联，即相联的史迹并非杂乱和缺

乏内在关系的，必须是同类相联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史书体
裁的形成是为了更好记载历史，纪传体能够成为正史的

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

总之，中国传统史学创造了纪传体这种综合性叙事

体裁，通过多样化的叙述手法来揭示史事间的关联和演

进原委。柳诒徵对“史联”的阐述体现出对中国史学编
纂体例和方法深刻而独到的思考。这不仅驳斥了近代以
来新史学指责传统史学不能全面记录社会历史的错误观

点，也驳斥了近代以来片面推崇西方章节体，否定中国史

学体裁及其表述的极端化思想。

五、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

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考据。中国史学有重考据的传
统，两汉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考据甚至使经史考据成为

主导时代风气的学术范式。柳诒徵自小受乾嘉风气熏陶
和考据方法训练，重视考据的作用，亦不乏考据杰作。不
过，他认为考据只是一种方法，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精神

和目标是重义和讲求修身经世。

他指出，考据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，但需要正确运

用，须谨防畸形的发达，“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
功，而忽略了全部。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，一方
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，那便是最好的了。”⑦他反
对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考据学风，认为这有悖中国的学术
传统和史学精神。首先，中国学术传统重修身立德和经
世致用，“文、周、孔、孟皆是在身上做工夫者。自汉以
来，惟解释其文学，考订其制度，转忽略其根本，其高者亦

不过谨于言行，自勉为善，于原理无大发明。至宋儒始相
率从身上做工夫，实证出一种道理。不知者则以是为虚
诞空疏之学，反以考据训诂为实学。不知腹中虽贮书万
卷，而不能实行一句，仍是虚而不实也。”⑧其次，传统史
学主张事、文、义三要素的合一，宗旨则是“明史学所重
者在义也。( 近世有所谓考据、辞章、义理之学。考据者
事也，辞章者文也。以孔孟论史之义绳之，考据、辞章，必
归宿于义理，始得为学。且可悟是三者之学，皆出于

史。) 徒骛事迹，或精究文辞，皆未得治史之究竟。”⑨他
称，阳明学“知行合一”论“最有益于世道者”，“盖吾国自
古相传之法，惟注重于实行，苟不实行，即读书万卷，著作

等身，亦不过贩卖衒鬻之徒，于己于人，毫无实益，即不得

谓之学问。”⑩然而，近代以来片面讲求考据则背离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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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术的致用精神，“所以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，都是不
肯将史学求得实用，避免政治关系，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

而学问，换句话就是说讲学问不要有用的。”①他称这种
风气有害于国家和民族，“而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，将
史实因之而愈淆，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”②。

中国现代实证派史学推崇清代乾嘉考据，故亦称

“新考据派”。柳诒徵对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有自己独
到的见解。他称赞清初诸儒的治学精神和方法远非乾嘉
间人所可比，“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，而于躬行
及用世之术，皆远不迨。其风气实截然为二，不可并为一
谈也”。清初诸儒功夫皆在博学，而学必见之躬行，“虽
其途术不同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，必有益于社会

国家”③。他对乾嘉考据的本质、源起和利弊等做了如此
分析:“要其人所自称许者，无过于征实。近人尤盛称其
治学之法，谓合于西洋之科学方法，实则搜集证佐，定为

条例，明代学者已开其端，非清人所得专美。虽科条精
密，后胜于前，然其能成为科学者，自文字、音韵外，初不
多觏也。”“盖汉学家所考证者，局部之考证，于唐以下之

书率不屑读，尤鄙夷宋人，好事诋斥，此皆其所短也。”④

乾嘉考据之风盛行，是因文人志士迫于文字狱“不敢讲
有用的学问”，现在清朝已被推翻，“应该将历史和政治

连合起来，发见史学的功效了”⑤。另一方面，他对清代
史学考据的成就也予以充分肯定，“有清一代，考史之
书，校正讹脱，辑补逸文，钩稽表志，厘析疆域，皆以补前

人之未备，供末学之研求”⑥。对晚清以来的史学考据，

他评价说:“矧以近世，新得滋多。流沙竹简，高昌壁画，

河洛新碑，洹水甲骨，古城逸器，往往而出。旧史所无，宜
增图录。域外文件，参稽亦多。粟特之文，匈奴之字，契
丹石刻，西夏遗书，东西学人，竞事考证，逐译最录，责在

吾辈。”⑦柳诒徵高度赞许晚清以来新史料的考据成就，

并视之为现代史家的职责，这与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史家的
认识相近，亦可见现代史学重视考据方法对他的影响。

柳诒徵治史亦始终重视考据。其 1910 年所著《中国
教育史》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教育史，书中特别重视
史料考证，有学者称述此书编纂特点是: “其一，史料翔
实。作者广泛征引先秦经书、子书及汉魏唐宋学者注疏
和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、《竹书记年》等史书，尤其是清人
如戴震、阮元、汪中、焦循、章学诚、段玉裁、孙诒让等的考
据之作，兼及大量国外理论著作，做到了无一说无出处。

其二，长于考证训诂。作者习惯于从字词训诂入手，广征
博引，论述一事一物，无不考其本原。”⑧其史学考据代表
作有《宋太宗实录》和《明史稿》校证。这两部著作充分
体现了其高超的考据水平，“从考校文章看，他考据时态
度审慎，凡有异同，必定排比原文，以事实为据，不杂己

意; 而查校推断，逻辑严密，层层推导，尤如抽茧剥蕉，胜

似老吏断狱，其学术功力确然不凡。”⑨孙永如还概括了
柳氏史学考据的特点，“柳治征是受过严格而系统的旧
学训练的学者，虽然他反对乾嘉学派孜孜以求于考据，脱

离社会的学风，但他对乾嘉学者搜集佐证，重视史料，讲

求‘无一字无来历’的治学方法深为赞同。他的研究，力
求凭证据说话，断语总是从排比、综合大量史料后，提炼

而出。”⑩

六、余论

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，是

其史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充分体现出其史学思

想的宗旨和特色———以继承和发扬具有儒家精神的中国
传统史学为根本，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及其史学思

想，进而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。

柳诒徵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，推崇

孔子在中国文化和史学中的中心地位。他说: “孔子者，

中国文化之中心也。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。自孔子以前
数千年之文化，赖孔子而传; 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，

赖孔子而开。即使自今以后，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
之新文化，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，要为历史上不可

磨灭之事实。”瑏瑡无孔子则无中国史学，故，“青年学者读
中国史，首宜认识孔子”，“吾人今日能知孔子以前之史，

实赖孔子之传。……一玩史目，即可知论中国史而欲撇
去儒家别开生面，犹之论西洋史，欲撇开耶教，为不可能

之事”瑏瑢。同时，他也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和史学。《国史
要义》的“题辞”言及此书撰述宗旨时说: “钩稽群言，穿
穴二民，根核六艺，渊源《官》、《礼》。发皇迁、固，踵蹑
刘、章，下逮明清，旁览域外。抉擿政术，评骘学林，返溯
古初，推暨来叶。”其中，“旁览域外”既指对西方史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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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柳诒徵:《讲国学宜先讲史学》，柳曾符、柳定生
选编:《柳诒徵史学论文集》，第 502、501 页。
柳诒徵:《国史要义》，第 158 页。
④柳诒徵: 《中国文化史》下卷，第 715、720，745、

74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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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成宪: 《中国学者的第一部教育史———柳诒徵

〈中国教育史〉》，柳曾符、柳佳编:《劬堂学记》，上海书店
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213—214 页。

⑩孙永如:《柳诒征评传》，第 92、208 页。
柳诒徵:《中国文化史》上卷，第 231 页。
柳诒徵:《与青年论读史》，柳曾符、柳定生选编:

《柳诒徵史学论文集》，第 549、553 页。



文化的介绍，也指以之评骘中国史学。现代国学大师吴
宓称柳诒徵是堪与梁启超并立的学术大师，“近今吾国
学者人师，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，而其治学方法亦相

类似者，厥惟丹徒柳诒徵先生翼谋。两先生皆宏通博雅，

皆兼包考据、义理、词章，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，皆萃其
精力于中国文化史; 皆并识西学西理、西俗西政，能为融
合古今、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; 皆归宿于儒学，而以论道

经邦，内圣外王，为立身之最后鹄的”①。质言之，柳诒徵
史学思想的特征可概括为:“通贯古今”和“兼融中西”。

由于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儒学精神和特质，故柳诒

徵在论述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时，着力对儒家

精神和传统文化价值做出符合现代史学要求的阐释。他
提出“治史必本于德”，把史德放在治史的中心地位，将
史尚忠实和存疑、主张实录的笔法和精神、历史记载要全
面反映社会历史等传统治史方法和要求都概括为史德的

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。站在这个立场上，他对国史( 正
史) 书写的道德合法性予以新解释，称史之正统的本质

在于“持正义”，其内涵即疆域之正、民族之正、道义之
正。这种观点既吸收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和道德观，又显
示出以现代话语表达传统史学重历史道德评判的特征。

他指出治史旨在求取史识，因为要培养和树立正确的史

德观必须求之史识; 史识即是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原理的

认识，此即历史哲学，故，求取史识不仅有益史德的培养，

还能通过历史发展规律彰往知来。这是对中国传统史识
论的现代诠释，赋予了史识以历史哲学的地位和功用。

他一反近现代史学界视传统史学为记述帝王将相之政治

史和军事史的片面看法，指出中国传统史书、特别是纪传
体事实上特别强调史事记载的全面性和普遍联系性，从

而发掘出中国传统史学编纂体例和方法的现代价值。他
秉承中国史学重修身经世的宗旨，辩证分析了考据的史

学地位和作用，指出考据是极好的治史方法，肯定乾嘉考

据取得了重要成就，然而，又脱离了中国学术精神和史学

传统。

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体现

出较浓厚的文化保守色彩。他虽然力求会通古今和兼融
中西，实际上却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、方法及文化传统继
承得多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发掘和阐扬的

多; 对西方新史学的科学治史精神和方法吸收得少，对如

何运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方法治史阐发和运用的不

够。质言之，可谓“据旧”有余，“开新”不够，这是柳诒徵
学术和思想的局限和不足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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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史 学 与 中 国 现 代 新 史 学 关 系 研 究”
( 12BZS002) 、安徽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
目“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的建
立”( KYXL2012078) 的阶段性成果。］
作者简介:徐国利( 1966 － ) ，男，安徽祁门

人，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历史学博
士;徐焜尧( 1994 － ) ，男，安徽合肥人，安徽大
学文典学院 11 级文典班学员。
责任编辑:汪谦干

①吴宓:《论柳诒徵诗》，镇江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
会编:《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》，1986 年印，第 234 页。

701

·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·


